
第１５卷第４期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PekingUniversityEducationReview
Vol􀆰１５,No􀆰４
October２０１７

数字鸿沟与家庭教育投资不平等

杨　钋　徐　颖①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互联网加速普及的背景下,家庭信息资本向人力资本

投资的转化.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４年追踪数据,建立配套亲子样本,应

用泛精确匹配和加权回归方法来识别母亲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教育投资的关系.研究

发现母亲的互联网使用显著地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但其效果具有异质性:城镇家庭

是受益者,母亲的互联网使用对进城务工家庭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

影响机制上,互联网使用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来促进教育投资.我

国城市信息优势阶层已经成功地将信息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但是缩小数字鸿沟

未必能弥合不断扩大的城乡教育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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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为个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消费者带

来了福利(世界银行,２０１７).然而,社会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并不均等.
欧美国家９０％以上学生可以在家使用计算机完成作业或在家上网,仅有５２％
的墨西哥学生可以在家上网学习(Bulman&Fairlie,２０１６).互联网接入、技能

和使用方面的差距被研究者称为“数字鸿沟”(Dimaggio & Hargittai,２００１;

Golder& Macy,２０１４;Norris,２００１;卡斯特,２００１;闫慧,孙立立,２０１２).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政府利用“数字机遇”成功地缩小了本国与发达国家、本国城

乡之间的两大数字鸿沟(胡鞍钢,王蔚,周绍杰,鲁钰锋,２０１６).截止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７．３１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３．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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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数字鸿沟的弥合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能同等程度地从中受益.
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数据计算,收入最低的２０％
家庭中母亲的互联网使用比例为１３．３％,收入最高的２０％家庭中该比例是前

者的３．６倍.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互联网使用密切相关.７５．６％的使用互联网

母亲的子女也上网;不使用互联网母亲的子女的上网比例仅为３９．５％.可见我

国互联网普及中的家庭差距仍然存在,且代际不平等初现端倪.
更值得忧虑的是,数字鸿沟有可能转化为家庭教育投资的鸿沟,从而强化

教育的代际不平等.我国使用互联网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呈现显著的优势.

CFPS２０１４数据中使用和未使用互联网家庭的课外辅导班参与比例分别为

３５􀆰８％和１１．３％;这两组家庭的每周课外课程辅导时间分别为２．４７小时和

１􀆰１４小时.在投资规模方面,两组家庭的年教育支出分别为５０４５元和２１７５
元;课外补习年支出分别为２１１３元和３８２元.比较CFPS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４年数据,
还可以发现使用互联网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优势并没有随着数字技术的普

及而缩小.
学术界尚未系统分析互联网普及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

有可能弥合家庭间的教育投资差异、缩小个体在学历文凭方面的差距,促进社

会流动;另一方面,接入和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差异也有可能扩大家庭教育投资

差距,从而造成教育机会和成就方面的差异、加剧社会分层.数字鸿沟是否加

剧教育投资的鸿沟? 信息资本不平等是否会强化社会分层? 本文借助 CFＧ
PS２０１４数据分析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第

二,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第三,互联网通过哪些机制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

二、数字鸿沟与教育不平等

(一)知识鸿沟与不平等的再造

　　国内外经济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数字化技术普及过程中的“知识鸿沟”效
应,即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接触新技术的时机与受益程度的差异(Blau,

１９７７;Tichenor,Donohue,& Olien,１９７０).对新技术普及过程的研究指出,
社会经济背景优势阶层在新信息的探索方面也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接

触信息、使用信息和利用信息获利三个方面.由于优势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
他们可以首先发现新信息.又由于该阶层具备的收入优势,他们有能力优先购

买新信息.学校教育为优势群体提供了认知方面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

地处理新信息,该群体对新信息投资的回报也更高(Donohue,Tichenor,&
Olien,１９７５).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不仅习得更多知识,而且由于他们在新信

息接入和使用方面的优势,不同群体间的知识差距会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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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产生的知识鸿沟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层 (Dimaggioetal．,

２００１).卡斯特率先提出了信息鸿沟的概念,指出网络拥有者和未拥有者之间

的差异可能扩大不平等、增强社会排斥(Castells,１９９６).作为早期研究的集大

成者,迪马乔等(Dimaggio& Hargittai,２００１;Dimaggio,Hargittai,Celeste,

&Shafer,２００１)将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经济福利的影

响,包括教育机会与成就、求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消费者福利;二是对社会参

与的影响,包括政治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政府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接受等.从结

构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不同社会群体接触和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差距在很大程

度上与他们的社会阶层相关;由于各群体的信息差距,他们将信息资本转化为

其他资本的能力呈现很大差异,转化能力差异可能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

经济地位差距进一步扩大(李升,２００６).
从互联网接入与使用差距到社会分层扩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参见图１).

首先,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个体接触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可能性,决定了信息资

本积累方面的差距,导致了“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出现(Haywood,

１９９５),即出现数字鸿沟.其后,凭借其信息优势,社会优势阶层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强化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强化社会分层.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优势阶

层利用其信息优势,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强化其

经济资本优势,即实现“经济资本—信息资本—经济资本”的再生产;二、基于信

息优势,优势阶层率先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提高本人和子女的教

育成就,即实现“人力资本—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三、优势阶层利用

其处理新信息的认知优势,实现信息资本与社会资本等的转化,即实现“社会资

本—信息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信息资本的差距均

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分层.

图１　数字鸿沟与不平等再造过程

以往对数字鸿沟的研究聚焦于数字鸿沟的内涵、表现维度和影响因素(闫
慧,孙立立,２０１２).有鉴于信息技术与社会分层的密切关系,大量实证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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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信息资本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技

术对教育领域的渗透,有关信息资本与人力资本转化的研究也不断涌现,聚焦

于在学校和在家使用计算机与互联网对教育成就的影响.
例如,研究者利用教育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计算机网络对个体成绩的影

响,发现其对教育产出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对计算机技术的经费投入可能

挤出其他更有效或者无效的教育投入(如教师培训),另一方面用于计算机互联

网教学的时间可能替代有效或者无效的传统教学时间或者家庭教育活动.因

此,难以判断计算机网络对学生成绩的净影响 (Bulman& Fairlie,２０１６).我

国研究也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学生成绩产生了混合影响(陈纯槿,郅庭瑾,２０１６;
程千里,张炜华,２０１６;陈纯槿,顾小青,２０１７).综上所述,互联网使用未必能直

接提高以标准化考试成绩来测量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且互联网普及

率的提高未必缩小学生群体中的学业差距,甚至有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

(二)家庭教育投资差距

优势阶层不仅垄断教育资源,而且可以通过持续的高额教育投入,不断巩

固其教育优势,即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再将人力资本转化

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实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教育不

平等不仅表现为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的差距,更体现在家庭教育投资的群体差

异.家庭教育投资包括家庭在校内和校外所进行的投资,其中既包括必要性投

资(如交通费),也包括选择性投资(如择校费).研究者一般用家庭教育支出来

衡量家庭的教育投资.
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竞争集中在校外教育投资方面.对东亚国家的

研究发现,各国家庭教育投资数量庞大,家长的教育投资意愿比较强烈.当免

费的公共教育质量不能让人满意,公立学校的师资水平、硬件设备条件比较差

的情况下,来自家庭的额外教育支出会不断增加,择校、择教、校外补习的现象

会持续出现 (Bray,２０１４;Bray,Ding,& Huang,２００４;Bray& Kobakhidze,

２０１４;Bray& Kwo,２０１３;Mcvey,２０１２).中国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分化

尤为明显.利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的城镇居民教育情况调查数据,
迟巍等的系列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外支出增

长.教育投资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不成比例的变化,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
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规模较低,但是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更大比例 (Chi&
Qian,２０１６;迟巍,２０１３;迟巍,钱晓烨,吴斌珍,２０１１).丁小浩和薛海平(２００５)
利用城镇居民教育情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家庭的义务教育负担随

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和行为与城镇家庭有较大的差

别.殷红霞(２０１０)和张锦华等(２０１４)发现,农村家庭根据预期的收益和成本来

进行投资决策,由于家庭收入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收入水平过低或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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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过高,农村家庭往往教育投资能力不足、投资水平较低.龚继红和钟涨宝

(２０１５)的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家庭收入提升,教育投资相应扩大,可见收入是投

资的重要约束.农村家庭经历城乡迁移后,教育观念可能变化,并相应改变教

育投资行为(杨振宇和张程,２０１６).最新研究还发现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如

撤点并校等会显著增加教育支出 (潘光辉,２０１７).由此可见,成本、收益、家庭

收入、教育观念、政策等是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家庭教育投资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选择和学业成就,投资差距可能导致教

育不平等的加剧.李湘萍(２００８)基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研究”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

行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相对于不择校家庭,择校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

就读学校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梁琦(２０１２)的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

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校外资金投入)、时间投入显著正向影响子女考试成绩的变

化.由此可见,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的差距在扩大,这种教育投资方面的差距可

能转化为子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异.

(三)已有研究评析

互联网使用与人力资本转化的研究,以及家庭教育投资不平等的研究尚存

在一些问题.第一,已有研究关注计算机网络接触和使用对教育成就的影响,
忽视了其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第二,以往研究过于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学生成绩

的直接影响,忽略了互联网可能通过家庭教育投资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尤其是

通过择校或者课外补习来改变学生成绩.第三,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父
母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主体(Brayetal．,２００４;Chi& Qian,２０１６;丁小浩 & 翁

秋怡,２０１５;李湘萍,２００８).若要考察互联网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应该关注

父母亲的互联网使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第四,以往对中国家庭教育投资

的研究较为狭隘的聚焦于社会阶层、儿童特征和能力、地域、城乡等对总教育投

资规模的影响,较少关注信息技术使用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信息资本差异

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来源,对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讨论应纳入对父母互

联网使用情况的考察.第五,我国政府致力于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这种

做法是否能缩小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拟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讨论了母亲互联网使用情况对

家庭教育投资规模和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信息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过程

中是否存在城乡、户籍等维度的差异.本文采用的泛精确匹配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了母亲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互联网投资拉动效

果的异质性与稳健性,并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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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设与实证策略

(一)研究假设

　　参考迟巍等(２０１６)提出的中国家庭教育投资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

庭是否使用互联网在内的截面模型来检验信息技术普及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

响.本研究以家庭教育支出来衡量当期的家庭教育投资.考虑到母亲在家庭

教育投资和子女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Crook,１９９５;Donkoh& AmikuzuＧ
no,２０１１;Reeder& Conger,１９８４;郭秋菊 & 靳小怡,２０１６),本文采用母亲

是否使用互联网来衡量家庭互联网使用情况.模型如下:

lnExpij ＝α＋βInternetij ＋γFij ＋λXij ＋δPj＋μij (１)

　　公式(１)中,因变量lnExpij为第j个省份的第i个少儿年教育总支出的对

数形式;Internetij是衡量母亲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虚拟变量;Fij代表一系列家庭

和母亲特征,包括母亲学历、母亲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子女个数等;Xij

为一系列子女特征变量,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层级、是否就读重点

校、是否就读重点班、是否择校、是否寄宿、是否属于流动儿童、户籍、父母自评

语文和数学成绩等;Pj 表示省份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家庭教育投资环境的差异

以及其他省份层面不可观测特征的影响;μij为随机扰动项.
有鉴于知识鸿沟假说提出的信息资本与人力资本转化的关系,本文假设母

亲的互联网使用可能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简言之,优势家庭拥有的信息资本可

以帮助他们率先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提高本人和子女的教育成

就,即实现“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在具体影响机制方面,周广肃

(２０１６)的研究指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三个途径来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即降低交易成本、削弱有限参与机会限制和增强社会互动.若此类机制同

样作用于家庭教育投资,可以预期互联网使用会促进投资.本文在第六部分中

对部分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
假设１: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母亲使用互联网能显著增加家庭的教育

投资.
我国城乡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２０１７),因此互联网对农村和城市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根据

知识鸿沟假说,基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优势,城市家庭更容易获取信息资

本.城市优势阶层利用其处理新信息的认知优势,可以实现信息资本与人力资

本的转化.因此,接入互联网会加大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然而,互联网未必

能增加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一方面,文献综述表明互联网技术尚未成为农村

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大比例的农村家庭中存在“亲子分

离”现象,这也可能影响使用互联网家长对子女的投资.亲子分离会提高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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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自闭症倾向、降低幸福感和学业成绩(唐有财和符平,２０１１),也会导致青

少年偏差行为的出现(杨建,２０１４),甚至影响留守或寄宿儿童的人际交往、亲子

沟通、父母的学历成就期望等(王静美,２０１５;金小红和王静美,２０１５).即使农

村父母接入互联网,长期亲子分离也可能遏制父母的教育投资.
为了分析这种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在总样本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样本回

归.首先,根据受调查少儿户籍,将样本分为非农村户籍少儿和农村户籍少儿.
其次,按照接受调查时少儿所在地,将样本分为非农村户籍少儿、农村户籍流动

少儿、农村户籍未迁移少儿三类,分样本讨论母亲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教育投资

的影响.
假设２．１:母亲互联网使用会显著增加非农村户籍少儿获得的家庭教育

投资.
假设２．２:母亲互联网使用对农村户籍流动少儿和农村户籍未迁移少儿获

得的家庭教育投资无显著影响.
不同社会群体在互联网的使用程度和依赖性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且二者可

能影响个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家庭投资行为.陈玉宇和吴玉立(２００８)的早

期研究注意到个人使用计算机工作的时间有很大差异.因此在估计互联网工

资溢价时,他们在模型中加入电脑使用时间及其二次项来控制信息技术的使用

强度.庄家炽等人(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男性互联网使用比例高于女性,且在互联

网用途方面,男性在“发展型因子”方面高于女性,且发展型因子与互联网工资

溢价正相关.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母亲的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依赖性同样会影响

家庭的教育投资,其使用强度越大、依赖性越高,则家庭教育投资越大.
假设３:母亲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和对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看法会显著影

响家庭教育投资.

(二)泛精确匹配

公式(１)控制了大量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该模型中仍然可能存

在互联网使用的自我选择问题及其带来的估计偏差.母亲的互联网使用并非

在人群中随机分配,使用与不使用互联网的母亲可能具有研究者未能观测的异

质性特征,从而导致控制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的控制变量方面也存在显著的不

平衡.
为了解决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自选择问题,常采用的方式是倾向得分匹配

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罗森鲍姆(Rosenbaum)和鲁宾(RuＧ
bin)(１９８３)、陈玉宇和吴玉立(２００８)和胡安宁(２０１７)等提出,该方法通过估计

可观测变量的倾向得分,基于得分进行全样本内控制组和对照组的分组匹配.
因此,因变量在每一组内的差距完全是由于样本的处理效应引起,可以有效地

避免样本选择误差.然而,这一类型的方法最多只能达到组间特征变量均值的

平衡,无法处理在方差、协方差、高阶交互项等方面存在的数据不平衡性(Ia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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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Porro,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研究者发展出一类新的非参数数据匹配方法,称为“单

调不平衡性控制(Monotonicimbalancebounding,MIB)”.MIB方法具有一系

列优异的统计特性,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方法称为“泛精确匹配(CoarsＧ
enedExactMatching,CEM)”(Iacusetal．,２０１２)①.泛精确匹配相当于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通过数据筛选,减少两个组别间特征变量的非平衡性,使得控制

组和对照组保留下来的个体在特征变量上具有相似的分布,从而满足因果推断

所要求的两组别分布的重叠性假设.在实际分析中,研究者根据对特征变量的

理解,将每个特征变量划分为互不重叠的区间,从而将原先连续或者离散的特

征变量转化为分类变量,这个步骤称为数据的粗化处理(datacoarsening).之

后,利用这些分类变量对数据进行精确的匹配(exactmatching).在匹配时,研
究者仅保留那些同时拥有两个组别个体的区间,通过事先确定的变量区间控制

匹配的成功率和匹配后的平衡性(杨振宇 & 张程,２０１６).实际上,泛精确匹配

相当于对原始数据加权,从而删除未能匹配的数据单元(Iacusetal．,２０１２).
为了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笔者的目标是最小化多元非平衡性指标(multiＧ

variateimbalancemeasure).该统计量(L１)测度两组在全部特征变量上的整体

平衡,取值在０和１之间.若控制组和对照组的分布完全不重合,则该指标的

取值为１;若完全重合,则取值为零,较小的多元非平衡性指标意味着较好的组

间平衡性.CEM 泛精确匹配可降低干预效果估计对模型的依赖,部分解决了

两组别间个体差异导致的内生性偏差.在取得良好的组间平衡性后,研究者可

以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控制匹配后的个体特征,并以泛精确匹配的权重为加权值

来估计干预效果(Iacusetal．,２０１２).
在泛精确匹配中,本文选择的变量包括母亲学历、母亲职业、家庭收入、户

籍和省份.为了得到有效的匹配数量和改善多元非平衡性指标(Iacusetal．,

２０１２),笔者对母亲职业类别进行了合并,将７个类别合并为５大类别.此外,
笔者将家庭收入进行十等分后带入匹配模型,同时将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东
北部和西部.在闫慧和孙立立(２０１２)对数字鸿沟影响因素的综述中,性别、职
业、教育、收入、城乡、地区是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因此本文也选择这些变量作

① 这种方法成立所需的假设较少(仅需要干预的分配与可观测的自变量无关),而且它保障匹配后

的控制组与对照组的组内差距不会大于研究者事先选择的范围.当研究者调整一个变量的平衡性时,其
他变量的平衡性不会受到影响.与倾向性匹配得分等方法相比,泛精确匹配能够显著降低数据的不平衡

性、模型依赖性、估计误差、数据总体方差和均方差.该方法符合统计学的一致性原则、对测量误差不敏

感、能够自动将数据限制在共同区间范围内,并提高计算的效率(Iacus,King,& Porro,２００９;Iacuset
al．,２０１２;Kingetal．,２０１１;Stuart,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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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匹配的基础①.本文采用了STATA 中的“CEM”程序进行泛精确匹配②,然
后将CEM 得到的泛精确匹配权重带入模型(１),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估计

母亲使用互联网对家庭教育投资规模的影响.除了估计总体样本中互联网使

用的投资效果,我们也采用该方法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非农村户籍城市家庭、
农村户籍进城务工家庭和农村户籍未迁移家庭教育投资的拉动作用.

(三)影响机制分析

影响机制是分析互联网的教育投资效应的重要环节.利用 CFPS２０１０年

数据,周广肃(２０１６)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该研究提

出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投资的影响机制可能有三个途径:降低交易成本、消除有

限参与机会限制、增强社会互动.本文借鉴了上述思路,尝试分析互联网对家

庭教育投资影响的机制.
首先,本文提出母亲使用互联网可能降低教育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鼓励

家庭加大投资.交易成本是家庭进行投资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与小额的投资

相比,大额投资往往以丰富的信息、广泛的咨询及审慎的权衡为基础,交易成本

相对较高.互联网使用可以为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及在线咨询的机会,有助于

改善教育投资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互联网使用有可能通过降低交易

成本而对大额教育投资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机制,本研究利用

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分位数的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

(Koenker&Bassett,１９７８;陈强,２０１４).为了估计“q分位数回归系数”,本
文采用下述模型进行估计,即

minβq ∑
n

i＝１:yi≥x′iβq

q|yi－x′iβq|＋ ∑
n

i＝１:yi＜x′iβq

(１－q)|yi－x′iβq| (２)

其中,xi 包含母亲使用互联网的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

量和家庭及子女特征变量等.本文估计了母亲使用互联网对家庭教育投资１０
分位数、２５分位数、５０分位数、７５分位数和９０分位数的影响.

其次,使用互联网可能消除教育投资———尤其是校外教育投资的参与障

碍,提升家庭教育投资.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可能会帮助父母获取更

多的、有价值的教育投资信息.一方面,丰富的消费者反馈信息可能消除教育

服务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家长投资课外教育补习最大的障碍之一

是对教育质量的不了解,在众多服务品类相似的服务提供商中间进行选择,需

①

②

本文尝试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并未能使得多元平衡性指标显著变小,而且使得匹配成功的样

本数量显著下降.因此,本文仅选择５个变量作为参与匹配的特征变量.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对匹配变

量的建议.
CEM 的STATA应用程序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https://gking．harvard．edu/cem.泛精确匹配

的具体原理参见 GaryKing与合作者的系列研究论文(Iacusetal．,２００９,２０１２;Kingetal．,２０１１;
Stuart,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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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搜集大量的信息.“家长帮”等在线教育平台的出现为家长提供了有关教育

服务质量的反馈信息,父母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接触到这些信息,改进投资行

为.另一方面,在线课程的兴起有助于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隔阂,帮助少儿远程

参与各类教育活动,相当于消除了参与障碍,提高父母对校外教育投资的

参与①.
本文通过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课外辅导参与及课外辅导时间的影响来验证

这一影响机制.具体分析的模型如下: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特模型,考察互联

网使用对是否参与课外辅导的影响;采用泊松计数模型,考察互联网接入对参

与课外辅导种类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参与课外辅

导时间的影响;最后,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特模型,分别讨论互联网使用对学校

课程辅导和才艺培养参与的影响.

四、数据、样本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以下简称CFPS),这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

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旨在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变迁.
该项目于２０１０年起正式实施基线调查.CFPS调查的目标总体为中国２５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家庭户和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这２５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 (不含港澳台地区)的９５％,可被视作具有全

国代表性的样本(谢宇,胡婧炜,张春泥,２０１４).
本研究使用CFPS２０１４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调查内容涵盖了社区、家庭和

个人三个层次.社区层次调查涵盖政治环境、村/居面貌、基础设施、人口、资
源、交通、医疗卫生和财政收支等方面;家庭层次调查包含了家庭的结构与成员

关系、生活条件、社会交往、收入支出和资产状况等内容;个人层次调查涵盖了

个人的教育、职业、收入、婚姻、心理与生理状况、观念与态度等情况.２０１４年调

查中,对个人互联网使用行为、家庭背景信息及家庭教育投资行为进行了详细

调查,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CFPS调查中少儿定义是年龄为１６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研究者以

CFPS的少儿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匹配社区库、家庭关系库、家庭库和成人库,获
得了每位少儿父母的信息、家庭信息、所在地区信息,建立了少儿与父母匹配的

样本库.本文分析的义务教育阶段少儿指１６岁以下在小学或者中学就读的儿

① 搜狐教育:«２０１６年中国教育行业白皮书»,２０１７年１月,http://www．sohu．com/a/１２３９４５７１７_
４８４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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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青少年,因此样本中删除了未在学校就读的少儿.CFPS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数

据中,少儿数据库的样本总量为８６１７人,本文删除非义务教育阶段少儿４２７２
人,余下样本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儿共计４３４５人.本文删除与父亲或母亲同

住８个月以下的１２５８名少儿后①,样本数量降低到３０８７人,占少儿数据库总样

本数量的３５．８％.经过筛选后样本的特征基本与少儿库总体特征类似.筛选

前后母亲特征、家庭收入和子女特征的分布未产生明显的改变,筛选后的样本

依然具有代表性.本文分析样本的平均年龄为１１岁,最小年龄为５岁,最大为

１５岁;处于小学阶段的样本占７６．４％,初中阶段的样本占２３．６％;男生样本占

５３．１％,女生样本占４６．９％,与少儿库总体情况类似.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填充

家庭教育投资是本文的主要因变量.在 CFPS２０１４数据库中,本文选取家

庭过去１２个月投入在每名少儿上的教育支出来衡量家庭教育投资,该投资包

括学杂费、交通费、伙食费、课外辅导费、择校费等.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母亲的互联网使用.以往关于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常

选择“是否使用互联网”来衡量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李雅楠、谢倩芸,２０１６;毛宇

飞、曾湘泉,２０１６;周广肃,２０１６),本文也选取“您/你是否上网?”来衡量母亲的

互联网使用.在稳健性检验和影响机制的探讨中,本文还选取母亲业余上网时

间以及互联网这一信息渠道的重要性等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影响机制的

分析.
依据以往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迟巍,２０１３;迟巍 etal．,

２０１１;钱晓烨,迟巍,& 史瑶,２０１５),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三类,分别是家庭

和母亲特征(包括人均家庭年收入、母亲最高学历、母亲职业、家庭子女个数)、
所在地区(包括所在省份及城乡)以及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性别、民族、哪级学

校、是否就读重点校、是否就读重点班、是否择校、是否寄宿、父母自评语文成

绩、父母自评数学成绩、城乡迁移状况).变量详细说明和描述统计结果参见

表１.

① 为了保证父母对子女受教育活动的有效参与和影响,本文只保留了每年与父亲或母亲同住８个

月以上的少儿.笔者认为不与父母同住少儿获得的教育投资,不会受到母亲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此不

应纳入研究样本.为了检验这一数据处理方式的合理性,后文将选择每年与父亲或母亲同住小于８个月

的亲子分离样本进行证伪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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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使用的部分变量存在数据缺失问题.关键控制变量中,母亲职业、母亲

最高学历、母亲是否使用互联网、家庭人均收入四个变量的缺失比例较高,缺失

率分别为１０．１％、１２．３％、１４．１％、７．４％.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多种常用的方

法进行数据填充(Ette,Chu,& Alaa,２００６).首先,本文采用父亲的相关信息

来填补母亲的职业、学历和互联网使用变量的缺失.这种做法出于两方面的考

虑.一方面,人口和婚姻研究领域的诸多研究表明,我国夫妻双方的职业和学

历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陆益龙,２００９;张翼,２００３),母亲的社会经济背景

与父亲应高度相关;另一方面,采用配偶情况来进行数据填充是家庭调查数据

分析的常用做法.其次,本文使用样本中人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来替代家庭人

均收入变量的缺失值.数据填充完成后,母亲职业、母亲最高学历和母亲是否

使用互联网等三个变量的缺失比例分别下降为３％、５％和６．８％,大幅度降低

了由于变量缺失带来的样本缺失情况.家庭人均收入变量不再存在缺失值.
独立样本 T检验表明,填充后样本均值与填充前无显著差异,说明填充效果

较好.

五、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母亲互联网使用的教育投资效果

　　近年来,学者开始采用泛精确匹配方法取代倾向得分匹配,进行干预效果

的估计.例如,有研究者(Schurer,Alspach,Macrae,& Martin,２０１５)利用

CEM 方法和新西兰健康管理机构的数据,估计了情绪失控对新西兰医疗保健

成本的影响.另一项医学研究利用泛精确匹配方法来识别心脏病死亡患者的

确切死因(Stevens,King,& Shibuya,２０１０).在教育领域,也有研究者采用

泛精确匹配的方法,利用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的数据分析了参与由学生同伴引导

的“补充教学”活动对大学生课程成绩的影响(Guarcelloetal．,２０１７).杨振宇

和张程(２０１６)在分析我国城乡迁移对农村籍父母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影响

时,利用CEM 方法进行数据预处理,解决了自我选择带来的组别间数据不平衡

问题.
本文尝试采用CEM 方法解决使用和未使用互联网家庭间特征变量不平衡

问题,即首先通过泛精确匹配提高组别间的平衡性,然后只保留配对成功、位于

共同支持区间的个体,再利用加权回归的方法来识别互联网使用的处置效应.
如前所述,本文首先采用母亲和家庭特征等变量进行CEM 匹配,附录表１和表

２汇报了全样本、非农村户籍少儿样本、农村户籍流动少儿样本和农村户籍未迁

移少儿样本的匹配结果和平衡性检验结果.泛精确匹配较为成功地保留了足

够数量的配对样本.在全体样本中,匹配成功的样本为１２８４人,未成功样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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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３人,成功匹配率为４５％①.该表同时展示了 CEM 匹配的效果.全体样本

中匹配前后的多元非平衡性指标从０．７４５下降为０．２６４,这表明在匹配后控制

组和对照组的分布重合率达到了７３．６％.同理,城镇少儿的L１从０．７１９下降

到了０．２５２;城乡迁移少儿的L１ 从０．７３６下降到０．１７４,降幅最为明显.此外,

CEM 的平衡性检验表明,匹配后主要控制变量的均值差异不再显著,而且在四

个分位数点上的组别间差异也不再显著,组间平衡性大幅度提升(平衡性检验

结果参见附录表２).
本文的核心任务是考察母亲互联网使用对少儿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的影

响.表２报告了模型(１)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以及基于 CEM 匹配样本的、
采用CEM 权重加权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表２　母亲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教育总投资的影响

最小二

乘法模型

泛精确加权

回归模型

母亲使用互联网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０８)

母亲学历

小学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９)

初中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２０)

高中职高技校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１０) (０．２２)

大学专科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３２)

大学本科 ０．２８
(０．１９)

硕士 １．７４∗∗∗

(０．２０)

博士 １．８８∗∗∗

(０．２１)

家庭人均年收入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５)

母亲职业

① 在CFPS２０１４数据中的８３６位母亲使用互联网的少儿中,CEM 为５４％的少儿匹配成功;在母亲

未使用互联网的２０４１位少儿中,４１％的少儿成功匹配成功.在使用互联网家庭中,农村未迁移少儿的匹

配成功率最高,达到了７０％;而在未使用互联网家庭中,非农村户籍少儿匹配成功率最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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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小二

乘法模型

泛精确加权

回归模型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３４∗∗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２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２６)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５１∗∗∗ ０．７４∗∗

(０．１４) (０．３２)

商业、服务人员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１４)

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０９) (０．１６)

生产运输操作及有关人员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４)

军人及其他不便分类职业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２５)

子女为男性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９)

子女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子女为少数民族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２１)

子女为初中生 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４)

子女就读重点学校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０９)

子女就读重点班 ０．２３∗∗∗ ０．４１∗∗∗

(０．０８) (０．１６)

子女参与择校 ０．３６∗∗∗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１２)

农村户籍－城乡迁移少儿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１)

农村户籍－未迁移少儿 －０．４０∗∗∗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１３)

子女属于寄宿生 １．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７)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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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小二

乘法模型

泛精确加权

回归模型

父母自评子女语文成绩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父母自评子女数学成绩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家庭子女个数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６)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观测值数 ２,５８４ １,１７４
调整后R平方 ０．３９７ ０．４１０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北京.
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３．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p＜０．０１.

模型(１)的因变量为家庭教育总投资的对数,泛精确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使

用互联网母亲的子女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较其他人高２０％.结果验证了假设

１,即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教育投资拉动效果.这表明家庭信息资本已经成

功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该效果不仅仅是家庭收入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即
便在控制家庭收入后,互联网使用的投资促进效果仍然显著.在以下的影响机

制分析中,本文将具体讨论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投资.
除互联网使用之外,其他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也值得关注.首先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母亲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均对家庭教育投资有显著的

影响.母亲担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少儿,其获得的家庭

教育投资总额显著高于其他少儿,这与以往发现一致(丁小浩 & 薛海平,２００５;
曲颖 & 薛海平,２０１５).在匹配成功的学历样本中,母亲学历对家庭教育投资

没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家庭及子女特征方面,就读重点班级和重点学校、参与

择校的少儿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分别显著的高于其他人.农村户籍学生获得

的家庭教育投资显著低于非农户籍的学生.农村户籍流动少儿获得的家庭教

育投资比非农户籍少儿显著低１９％,农村户籍且未迁移到城镇的学生获得的家

庭教育投资最少,比非农户籍的学生低４０．２％.该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投资的

城乡差异持续存在.

(二)效果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２,本文进行了分样本回归,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教育投资

的影响在居住地、户籍方面的异质性.表３汇报了最小二乘法和 CEM 泛精确

加权回归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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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母亲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教育总投资影响的城乡差异

最小二乘法模型 泛精确加权回归模型

非农村

户籍

农村

户籍—
流动

农村

户籍—
未迁移

非农村

户籍

农村

户籍—
流动

农村

户籍—
未迁移

母亲使用互联网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４)

其他控制变量

子女性别、年龄、民族、学段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子女就读重点校、重 点 班、
择校、寄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父母自评子女语文成绩、数
学成绩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母亲学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母亲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收入和子女个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６３５ ５９８ １,３５１ ２６０ ２２８ ５４０
调整后R平方 ０．３２１ ０．３８３ ０．３１７ ０．１６３ ０．５５４ ０．３７３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北京.
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３．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p＜０．０１.

泛精确加权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母亲互联网使用仅对非农户籍少儿获得

的家庭的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０．３６,在５％的水平上显

著);对农村户籍流动少儿、留在农村的农村户籍少儿没有显著作用.农村户籍

家庭的子女即使流动到城镇,也不会因母亲的互联网使用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投

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与此完全一致.上述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２,互联网

使用可以显著提升家庭教育投资规模.遗憾的是,这一积极效应目前仅存在于

城镇户籍家庭,并未显著影响进城务工家庭和农村未迁移家庭.换言之,互联

网红利仅仅延伸到已经在教育投资中占据优势的城镇家庭;即便农村家庭或者

进城务工人口家庭中的母亲开始利用互联网,这一行动本身并未改变家庭的教

育投资行为.考虑到家庭教育投资与子女教育成就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胡咏

梅,范文凤,& 丁维莉,２０１５;李佳丽 & 胡咏梅,２０１７),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

恶化中国城乡的教育成就鸿沟,而不是弥合已有的城乡差距.
为了进一步考察亲子分离对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教育投资关系的影响,本文

考察了亲子分离样本(即将每年与父母共同居住时间少于８个月的少儿作为样

本)中母亲互联网使用的投资效应.表４呈现了亲子分离样本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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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亲子分离样本检验结果

最小二乘法模型 泛精确加权回归模型

母亲使用互联网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１８)

其他控制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家庭和母亲特征 是 是

子女特征 是 是

观测值数 ６１６ １４５
调整后R平方 ０．４２８ ０．６０３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北京.
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３．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p＜０．０１.

表４中泛精确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在亲子分离样本中,母亲互联网使用对

子女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该结果表明本文对样本的处理

方式较为合理,即回归分析中应删除此类样本.这个发现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了

本研究表３发现的互联网效应异质性.在进城务工人口和农村户籍未迁移人

口家庭中,亲子长期分离的现象较为普遍.CFPS２０１４年数据中,９２．１％的亲子

分离样本属于农村少儿.在亲子分离家庭中,长期分居导致父母无法有效参与

子女的教育活动,从而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投资①.显然,即使亲子

分离家庭的父母跨越了数字鸿沟、实现了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由于长期的分

居,这些农村迁移或未迁移家庭的父母也无法将其信息优势转化为子代的人力

资本积累优势.
以往文献表明(闫慧 & 孙立立,２０１２;周广肃,２０１６),单纯使用“是否使

用互联网”这一变量难以全面刻画个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它只对应于第一道

数字鸿沟,即互联网的接入,它无法描述第二道和第三道数字鸿沟,即互联网的

技能和应用(赵联飞,２０１５).业余上网时间可以衡量个体对互联网的依赖程

度;对互联网这一信息渠道的态度可以衡量互联网在个体信息获取方面的重要

性.因此,本文采用母亲业余上网时间、母亲对互联网这一信息渠道的态度分

别代替“母亲是否使用互联网”这一核心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参

见表５,控制变量与表２相似.
采用最小二乘法模型,表５表明母亲互联网使用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家庭教育投资显著增长.此外,与持中

① CFPS２０１４年数据中,亲子分离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低于亲子同居家庭(２９．５％亲子分

离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低于大学本科,２４．１％的亲子同居家庭具有相似教育期望);亲子分离家庭中

父母为子女教育储蓄的比例(１９．３％)也低于其他家庭(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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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态度的母亲相比,认为互联网这一信息渠道不重要的家庭其教育投资水平显

著的低１９％;持重视态度的母亲所在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并未显著提高.这些

发现验证了本文的假设３,即母亲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和对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

的积极看法会显著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综上所述,当采用“母亲互联网使用”的
其他代理变量时,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即家庭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转化

为教育投资方面的鸿沟,互联网扩大而非弥合了以往文献呈现出的中国家庭之

间的教育投资差异(钱晓烨etal．,２０１５).

表５　母亲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依赖性的教育投资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母亲互联网使用时长 ０．０１∗∗

(０．００)

互联网信息渠道的重要性:不重要 －０．１９∗∗

(０．０８)

互联网信息渠道的重要性:重要 ０．０５
(０．０９)

其他控制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家庭和母亲特征 是 是

子女特征 是 是

观测值数 ２４７０ ２４４２
调整后R平方 ０．３９５ ０．４００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互联网信息渠道的重要性的对照组为中立.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

北京.
２．模型１的解释变量为母亲互联网使用时长;模型２的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信息渠道的

重要性(虚拟变量),对照组是中立态度.
３．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p＜０．０１.

六、影响机制讨论

本文借鉴周广肃(２０１６)对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影响的分析思

路,尝试从降低交易成本、消除有限参与机会限制这两个维度,分析互联网使用

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的机制.

(一)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家庭进行教育投资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已有文献深入探讨了

个人的风险偏好和交易成本对大学选择和专业选择的影响(Chenetal．,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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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zＧSerrano,Hartog,Nilsson,VanOphem,& Yang,２０１６;Hartog,Ding,

& Liao,２０１４;Hartog,Sun,& Ding,２０１０),尚未有研究分析降低交易成本

是否会促进家庭的教育投资.本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大额教育投资,但是对小额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机

制,本研究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教育投资水平家庭

的影响.表６呈现了使用互联网使用对处于教育投资分布的第１０分位数、第
２５分位数、第５０分位数、第７５分位数和第９０分位数家庭投资规模的影响.

表６　降低交易成本机制检验:分位数回归结果

家庭教育投资不同分位数点估计

１０分位数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９０分位数

母亲使用互联网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其他控制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和母亲 是 是 是 是 是

子女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２,５８４ ２,５８４ ２,５８４ ２,５８４ ２,５８４
伪R平方 ０．２２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９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北京.
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３．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 ∗p＜０．０１.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小额教育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对于

中高额投资有显著影响,且在高额投资中的影响更大.在第１０分位数点上,互
联网使用产生了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教育投资额度的增加,母亲使用

互联网对教育投资的拉动效果逐步提高,且变得显著.在第２５分位数点和第

５０分位数点上,互联网使用的教育投资效果为２０％,在７５分位数点上的效果

为２５％,在９０分位数点上的作用为２３％.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对大额家庭

教育投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通过互联网,父母得以获得与教育

投资相关的、更多的信息,或者因为选择在线教育服务而降低了服务费用,从而

倾向于购买更多和更高价的教育服务.

(二)消除有限参与障碍

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可能会帮助父母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教育

投资信息,从而消除了教育投资中的有限参与障碍.本文提出,通过使用互联

网,家庭更有可能参与线上或者线下的课外辅导活动.此外,家庭有可能投资

更多类型的课外辅导活动,包括学校课程补习和才艺培养课程.伴随着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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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少儿参与补习或者才艺发展的时间也会逐步增

加.本文通过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课外辅导参与及课外辅导时间的影响来验证

这一影响机制,结果呈现在表７中.
回归分析验证了上述影响机制假设.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母

亲的互联网使用有效的提高了子女参与课外辅导的可能性.与未使用互联网

的家庭相比,使用互联网家庭参与课外辅导、参与学校课程辅导、参与才艺培训

的可能性均显著的高于其他家庭(比值比分别为１．６４、１．５５和１．９６).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新信息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家庭的投资强度.泊松计数模型的回归

结果显示,跨越了数字鸿沟的家庭倾向于投资更多种类的课外辅导.同时,除
了常规的学校课程补习,这些家庭还愿意投资于高成本的才艺培养.

表７　互联网使用对课外辅导参与的影响

二元逻辑

斯特模型

泊松计

数模型

二元逻辑

斯特模型

最小二

乘法模型

参与课

外辅导

课外辅

导种类数

参与学校

课程辅导

参与

才艺培养

学校课程

辅导时间

才艺培

养时间

母亲使用互联网 １．６４∗∗∗ 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９６∗∗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５１) (０．３４) (０．０３)

其他控制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和母亲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子女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２,６４７ ２,６５０ ２,６４８ ２,３０３ ２,６４３ ２,５２４

预测准确百分比 ８３．９４％ ８６．７４％ ９４．４０％

调整后R 方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２

伪R平方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７２

　　注:１．母亲学历的对照组为文盲;母亲职业的对照组为无工作;子女户籍对照组为非农

户籍.模型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对照组是北京.
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３．显著性水平:∗ p＜０．１０,∗∗p＜０．０５,∗∗∗p＜０．０１.

在参与校外教育投资的家庭中,使用互联网家庭投资于学校课程补习和才

艺培养的时间也显著更多.这些发现表明拥有信息资本优势的家庭不仅更倾

向于参与校外教育投资,而且愿意购买更多和更高价的补充性教育服务.表７
还显示相比于对学校课程的投资,母亲使用互联网对才艺培养投资的促进作用

更大.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互联网使用消除有限参与障碍的假设.与学校

课程辅导相比,家长在才艺培养投资方面受制于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
为才艺培养这类教育服务的质量更难以直接观察.互联网带来的广泛、充分、
即时的信息有助于家长克服信息的制约,促进了家庭在艺术培养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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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新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的可能性,而且提

高了投资的规模和力度,甚至加大了投资的范围.在控制家庭收入等社会经济

背景条件后,互联网仍然能够有效的提高家庭教育投资,这表明它不仅仅是家

庭“收入效应”的副产品,而是真正改变了家庭教育投资模式.简言之,从需求

方面来看,互联网使用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消除有限参与提供了机会;
从供给方面来看,“互联网＋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资机会,为
消除有限参与障碍提供了可能性.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着重探讨了社会优势阶层如何凭借其信息优势、通过多种渠道强化人

力资本投资优势.本研究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数字鸿沟有可能转变为教育鸿沟.本文发现除了家庭社会经济背

景,互联网使用成为扩大家庭间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考虑到

我国传统的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口、农村居民的互

联网使用比例和家庭教育投资规模本来就低于城市居民,这种高低收入之间、
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家庭教育投资的鸿沟,强化优势阶层

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优势,扩大不同阶层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通过在人力

资本投资方面的先发优势,信息优势阶层还有可能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更高的教

育成就,从而成功的将“数字红利”转化为“教育红利”(Bulman & Fairlie,

２０１６).
第二,缩小数字鸿沟未必能弥合教育鸿沟.知识鸿沟假说认为社会经济背

景决定了个体接触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可能性,决定了信息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

(Dimaggioetal．,２００１).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互联网普及的过程中跨

越数字鸿沟,实现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遗憾的是,我们发现这些跨越了数字

鸿沟的弱势群体—接近三分之一的进城务工人口家庭和接近七分之一的农村

未迁移人口家庭,并未能成功的将家庭信息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优

势.相反,多数获取了信息优势的城市家庭能够成功的将信息资本转化为人力

资本投资.
由此可见,信息优势未必能直接转化为人力资本,也未必能促进社会流动,

成功的转化与家庭原有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在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

分层的基础,也是制约社会流动的核心要素(李强,２０１１).互联网的出现固然

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它很难打破户籍制度下城乡的教育差距,尤
其是城市流动人口面临有限的教育投资机会.因此,缩小数字鸿沟、帮助弱势

阶层接入和使用互联网仍不足以弥合不同阶层间的教育鸿沟.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少儿在校或者在家互联网使用对教育成就的影响,而

是关注作为教育投资主体的父母的互联网接入与使用对家庭代际人力资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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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影响.本文拓展了以往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将分析重心从“信息技术

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因果性影响”,拓展为“信息技术如何放大了家庭教育投资的

不平等分布”.前者仅仅关注数字鸿沟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后者着

眼于社会分层的过程,考察从社会阶层到信息技术资本积累、直至信息技术资

本转化为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巩固社会分层的动态过程.
本文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虽然研究者采用泛精确匹配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了家庭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受到此方法本身的局限,本文未

能识别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因果性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外

生的政策变化所导致的互联网使用差异提高来识别其因果效应.其次,本文主

要分析了当期家庭和个人特征等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没有考虑前期教育投

入和少儿教育经历等因素的作用.家庭教育投资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后期投入

与前期投入相关.未来的研究可能考虑利用 CFPS等追踪调查提供的面板数

据,分析前期家庭特征与教育投入等因素当期教育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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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 格

表１　泛精确匹配结果

全部样本 非农村户籍 农村户籍流动 农村户籍未迁移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匹配成功样本数 ４５３ ８３１ １４２ １２９ １０８ １３４ １５２ ４５８
未匹配成功样本数 ３８３ １２１０ ２８０ １４６ ７９ ３３０ ６４ ８２７
匹配前多元不平衡

性指标L１

０．７４５ ０．７１９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４

匹配后多元不平衡

性指标L１

０．２６４ ０．２５２ ０．１７４ ０．２８２

　　注:泛精确匹配中使用的变量包括母亲学历、母亲职业、人均家庭收入、城乡和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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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泛精确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

多元非

平衡性

指标L１
均值差

最值和分位数点均值差

最小值 ２５％ ５０％ ７５％ 最大值

泛精确匹配前

母亲学历 ０．４３８ １．３７９ ０ ２ １ １ ３
母亲职业 ０．４３２ ０．８９４ ０ １ １ １ ０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０．３１１ ０．７４１ ２．４８５ ０．７６５ ０．５６３ ０．６２２ ０．９４２
地区 ０．１８５ ０．４３４ ０ １ ０ ０ ０
城乡 ０．３５５ ０．３５５ ０ ０ １ ０ ０

泛精确匹配后

母亲学历 ２．２eＧ１６ ６．２eＧ１５ ０ ０ ０ ０ ．
母亲职业 １．４eＧ１６ ３．１eＧ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４ ４．１５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０．６３５
地区 ４．３eＧ１６ ２．２eＧ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城乡 ７．８eＧ１６ ５．６eＧ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